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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哲学一般从总体上划分为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伦理–政治实践论”以及由之派生出的培根的“科学–

技术实践论”，后世的其他形态的实践哲学都是这两种“基本范型”的派生和延伸。亚里士多德的“伦

理–政治实践论”是实践哲学最初的形态，其第一次把实践哲学从形而上学中区分出来，形成了独立的

实践哲学研究系统，是后世延伸和发展实践哲学的源头，也是研究实践哲学的基础。文章论述了亚里士

多德对“伦理–政治实践论”模式的实践哲学的构建，他将这种模式置于现实的个人与城邦发展中，论

证了伦理学与政治学互相支撑的重要联系，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简单的基本范型

的局限性逐渐凸显，在实践的知识领域、全面程度以及形式上都发生了拓展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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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al philosophy is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wo main traditions: the “ethics-politics practice the-
ory” established by Aristotle and the “science-technology practice theory” that later developed from 
it by Bacon. All subsequent forms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have been derived from and extended 
based on these two foundational models. Aristotle’s “ethics-politics practice theory” represents the 
earliest formulation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He was the first to distinguish practical philosophy 
from metaphysics, thereby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framework for its study. This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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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s as both the origin of later developments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foundational basis 
for its contemporary study. This paper examines Aristotle’s construction of the “ethics-politics prac-
tice theory” model, situating it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individual beings and the polis. It 
illustrates the essential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s and politics. However, 
as times have changed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have progressed, the limita-
tions of this original model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evident. Consequently, it has undergone ex-
pans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erms of practical knowledge, comprehensiveness, and structural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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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伦理–政治实践论”的构建 

《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是研究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重要著作，分别在个人和城邦的角

度阐述了德性的实现和完善，《尼各马可伦理学》强调个人德性品质的实现与幸福的关系，《政治学》则

强调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确立能够支持人的德性实现完善的政治制度。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

开篇就指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 p. 3)某物的目的是其所追求的善，这些目

的之间并不是并列的，而是具有等级关系的，追求低级的目的是实现更高级的目的，为了避免目的论证

的无限倒退，亚里士多德指出存在最高善，并且最高的科学以之为对象，“我们就应当至少概略地弄清

这个最高善是什么，以及哪一种科学与能力是以他为对象的。看起来它是最权威的科学或最大的技艺的

对象。而政治学似乎就是这门最权威的科学。”([1], p. 5)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的研究对

象即是至善。 
然而，亚里士多德在划分人的生活的论述中，提出人有三种生活：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以及沉

思的生活，他指出完善的幸福是由沉思活动构成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幸福是

一种合德性的活动，并且这个德性应当是最好的德性，人本身具有一个天然有德性的存在，这个存在或

许是人之外先天的存在，也或许是从人身上生发的存在，或许是灵魂努斯等等。但不论是什么，它一定

能在某种实现活动下让其符合它本身具有的德性，完满的幸福也是在实现合乎德性的过程中获得的，也

就是说我们获得完满的幸福必须要完成这个存在合乎其德性的实现活动，而这个实现活动在亚里士多德

看来就是沉思。在这种论证逻辑下，沉思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沉思的生活才是至善的实现领

域，而非政治生活。且沉思属于思辨的理论哲学的领域，政治学作为一种实践的科学如何能以理论的至

善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这种看似矛盾的论述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无法自圆其说，相反亚里士多德把至

善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其是实践哲学的核心得以发挥的关键所在，这一观点表明亚里士多德认

为政治学所研究的并不是一般而言的至善，而是实践中的至善。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一般大众与精英人士都称之为幸福。他们认为活的好与做的好即等同于幸

福”。([2], p. 35)在这一基础上，至善被等同于幸福，为了进一步论证幸福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把灵魂划

分为有理性的和无理性的部分。在有理性的部分中又划分出了丝毫不涉及实践的理论所凭借的纯粹理性，

以及在从事实践活动时所依据的理性，或者说是实践意义上的有理性。由此亚里士多德分别在纯粹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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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意义上的理性中确定了与之对应的主导的德性，即“明智”与“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的

伦理生活中，“明智”是最为重要的德性，在高贵程度上，“智慧”比“明智”更加闪耀和高贵。他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论述中指出，“如果说政治和明智是最高等的科学，那将是荒唐的，因为人不是

这个世界上最高等的存在物。([1], p. 176)这里的论述表明沉思生活才是最高的，有关人伦世俗的政治学

并不能作为最高的科学，显然与《尼各马可伦理学》最初将政治学作为最权威的科学是相悖的。且如果

政治学是研究至善，那么政治的生活就成了研究幸福的最高生活。这一“矛盾”的论述引起了学术界关

于幸福的包容性与排他性的争论。([3], pp. 212-236)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问题已经辨明。他对“明智”与“智慧”的区分并没有造成政治生活与沉

思生活的等级悖论，而是证明政治生活作为实践生活和沉思生活，它们所研究的至善并不存在直接的目

的上的等级关系，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可以分别具有属于各自的最高善。此外，尽管亚里士多德在《尼

各马可伦理学》第十一卷中列出了六条论据来论证沉思的生活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即沉思合乎最高级的

知识、持久、快乐、自足、因其自身之故以及包含闲暇。然而这些标准都是符合神圣的圆满，人的沉思生

活是接近神圣的幸福，是对神的分享，其目的并不属人。政治生活所追求的至善才是真正属人的善，“政

治学让其余的科学为自己服务。它自身的目的含蕴着其他科学的目的。所以，人自身的善也就是政治科

学的目的”。([4], p. 4)因此，政治学研究的至善是实践的人事的至善。 
亚里士多德把幸福表述为一种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并且规定这种德性并不能从人本身自然地产生，

而是通过后天习惯的培养，被附加到人的身上。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实际上就是完成德性被

附加到人身上这个过程的活动。这样一来，政治学的目的是追求幸福，而追求幸福也就是实现德性被禀

赋的活动。在伦理学上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划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政治学当中，亚里士多德使用美

德大部分情况是指伦理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德性的培养与习惯相关，城邦的习惯受到法律的

规范与影响，法律又统筹于政治学的研究中，因而个人德性的实现与政治城邦的立法互相支撑，使得“伦

理–政治”式的实践哲学最终落实到现实的个人与城邦当中，指向了实践的本质。 

2. 个人与城邦对“伦理–政治”模式的实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实践目的和城邦的目的都是属人的善，并且在重要和完满程度上城邦的善较

个人之善更高，“这种善于个人和城邦是一样的，城邦的善确实要获得和保持更重要的、更完满的善。”

([1], p. 6)显然，亚里士多德首先肯定了城邦的善和个人的善是同一的，城邦的目的就是人的好生活。此

外，亚里士多德指出“城邦是某种共同体”，在古希腊的环境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等因素影响下，个人的

发展无法脱离城邦。但城邦并不是简单的联盟，稳定统一的城邦有统一的政体，甚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政体的性质决定了城邦的性质，政体改变的城邦随之不再是原来的城邦。由此看来，人要获得幸福(至善)
需要德性的完善，同样城邦作为共同体要实现城邦的目的(至善)需要政体的完善。那么，什么样的政体才

能完成城邦的目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政体才能实现人的好生活。 
在考察什么样的政体才能实现人的好生活时，首先要确定什么是人的好生活。亚里士多德规定个人

的幸福(好生活)就是让灵魂实现合乎德性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实践的事务上，德性从“选择”中

获得。那么怎么样的选择才能使人获得德性，或者说什么样的选择是符合德性的，依据的标准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认为，合德性的选择建立在适度之上，“所以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

适度之中。”([1], p. 47)伦理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中道”由之产生。个人遵循“中道”的原则做出合德性

的选择，获得德性，进而实现个人的幸福。但关键的是，个人的选择和幸福的实现并不是独立完成的，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把政治学划分在实践的哲学中，并且在把实践的至善和理论的至善分而论之，原因之

一就是实践的至善并不像理论的至善因其自身之故，而是需要产生外在的条件。个人的幸福需要在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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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现。 
城邦的政体的选择同样需要遵循“中道”的原则，亚里士多德把现实的政体分为六种：君主制、贵

族制以及共和制，在此基础上又总结出三种正确政体的变体：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变体是正确政

体过度表现的结果，而使得政体过度的因素即是权力的分配，三种错误政体都是在原来正确政体上核心

权力集团对于权力的过度支配造成的。这也反映出，一个政体的稳定和持久关键在于权力的合理分配，

亚里士多德认为，权力的分配应该依照德性。德性的实现需要符合中道的选择，所以一个稳定持久的政

体当然应该符合中道。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符合中道的政体应当是由处在中等阶层的阶级来执政。

因为中等阶层的阶级既不像上层阶级有足够多的财富以致受人觊觎或者是自恃财力而藐视规则，也不像

下层阶级在极端情况下自暴自弃或觊觎他人违法犯罪。“因为他们(中产阶层)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他人的

财富，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不想算计他人，也无被人算计之虞。”([5], p. 138)中等阶

层执政避免了上层或下层执政的极端风险，是优秀的政体最合理的权力分配模式。由此看来，亚里士多

德认为一个拥有正确政体的优秀城邦是平衡和致力于公共利益的，立法者从中等阶层中产生，通过理性

制定合理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其他阶层依据法律合理合规获得利益，那么立法的标准或依据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给出了答案：正义。“正义是城邦的根本原则，是城邦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

秩序的基础。”([6], p. 43)正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涵盖了所有的德性，如果一个人能以正义对待他人，那

么也能善待城邦中的其他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守法的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德性的全部；不

守法不是恶的一部分，而是恶的全部。”([7], p. 87)虽然城邦之善和个体之善是同一的，但简单地把城邦

的目的当作城邦内所有个体目的的叠加并不准确，城邦之善是个体之善通过正义的连接，正义保证了城

邦共同体稳定发展，保证了城邦共同体中所有成员的公共利益，这与法律的目的是相符合的。个人的正

义之德在城邦法律的支持下发挥，其他德性也随之得以实现，城邦也在每一个城邦成员的个人之德的实

现中成为一个优秀的理想的共同体，而不是在瞬息万变的利益下达成并不能长期持存的契约，把城邦简

单化为个体叠加成的联盟。“只有城邦有了共同的善，有共同的对好和坏的感觉，才能成其为一个城邦，

否则只是一种联盟。”([8], p. 64) 
中道和正义在理论角度上，是城邦的宗旨；在实践角度上，是城邦实现稳固发展同时使人拥有好生

活的手段。不论是从实际还是理论内容上来看，人的好生活作为城邦追求的目的，是个人之善与城邦之

善的达成，也是个人之德性与城邦之德性的完满实现。可以看出，政治学的实践也就是城邦的目的实际

上是伦理目的的达成，伦理原则在政治学上的运用能够在现实的城邦中得到实践，“伦理–政治”不成

为纯粹的理论而是实践的哲学。 

3. “伦理–政治”模式的局限与进化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实践论”阐述了符合当时古希腊城邦发展的理想状态，其中蕴涵的伦理

学思想对人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影响以及政治学思想对后世许多哲学家构画和实践政治理想具有深远的意

义。但即便如此，“伦理–政治实践论”在实践的论域、层次以及形式上仍然存在局限，这些局限都在一

次又一次的研究与考察中不断实现拓展。 
亚里士多德为了界定实践哲学的领域，将理论、制作和实践区分开来，这样他的“伦理–政治实践

论”就有一个必然的前提，即理论、制作和实践的对立。这种分离也一直在传统的实践哲学中存在，导

致一方面实践哲学所关注的实践被局限在单纯的伦理和政治行为之中，并没有进一步落实到实践真正的

基点上，劳动的主体性被湮灭，创制的活动或者说是技术性的活动没有真正地进入实践的领域。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实践论”在论及政体时，在维稳的角度上考虑了上中下三个阶层，然而，

理论的实际受众并没有包含所有阶层，由于理论、制作和实践的对立，创制活动的主体——工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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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之一——奴隶，乃至于商贩等并没有被列入城邦的政治活动中。亚里士多德虽然明确地在城邦之

善的论述中表示，城邦之善致力于城邦成员的好生活，致力于公共的利益，但在时代视野和其师柏拉图

的影响下，亚里士多德虽然拒绝了柏拉图提倡放弃个人或家庭的利益而对城邦做出让步，但还是在哲学

分野的预设前提下，自然地将奴隶、商贩、工匠等排除在外，尽管他们都属于劳动的主体。现代社会已

经不是古希腊城邦的运转机制，亚里士多德在界定人的实践活动时，做出“人是政治动物”的论断，阿

伦特据此论证，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是政治性，而不是社会性。但是这种观念在劳动代替单纯的伦

理或政治活动成为实践哲学更基础的单元后已经无法成立。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

会的动物。实践哲学不再是排除个别劳动主体的私人领域，而是社会的领域。 
这种论域的局限在中世纪时期已经逐渐凸显，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伦理之知”也包括

“非伦理之知”，也就是说，实践的知识域不仅仅是伦理的，也包括伦理的，进一步地，实践当然也指向

一切人类活动，包括创制的活动。到近代，技术在实践生活中占据的位置愈渐重要，从培根开始实践哲

学的重点逐渐转向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实践论”的进路由此开始。传统的古希腊的实践哲学重视道

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而把自然哲学放在一边，但从培根所处的时代开始，已经不足以满足实践哲学发展

的需求，因此培根强调自然研究，并提出了研究自然的“新工具”——归纳法。自然哲学的研究进入人

们的视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得以缓解。由于理论、制作和实践的分离造成的实践论域的局限也在

技术被纳入实践领域的过程中得到拓展。实践哲学不仅仅是政治的领域，也包括自然的领域。 
在自然科学进入实践的领域后，与自然科学并列相伴的人文科学也进入是否同样可以纳入实践领域

的考察中？事实是，由于人文科学理论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成分的影响，人文科学知识在严格的知识范畴

的“审视”下，甚至没有获得进入知识范畴的通行证，更不用说把人文科学纳入实践的领域。伽达默尔

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即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论证人文科学合乎知识形态。在伽达默尔看来，人文科学

实际上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统一，“伽达默尔把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智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

转换为一种解释学循环，认为人文科学本质上即是个体经验与人类普遍经验的融合。这体现了人文科学

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9], p. 153)海德格尔指出，真理是一种“解蔽状态”。伽达默尔同样秉持这

种看法，他认为人文科学真理的获得，也就是解蔽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实现的。在这种视域下，人文科学

被置于实践的领域当中，一方面证明，人文科学的真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诠释和完善，在获得的来源上

已经进入了实践，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人文科学具有实践哲学的基础。 
实践哲学是一切实践活动的知识形态，那么从实践中获得的人文科学理论自然是合乎知识形态的，

由此一来，实践哲学的领域不只是单纯的伦理政治知识的领域，而是包含有一切人文科学的领域。W.文
德尔班同样做出了把实践哲学的领域拓展到人文科学领域的论证，“新康德主义者 W.文德尔班在《哲学

史教程》中，对哲学进行分类时，拓展了实践哲学的范围。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在历史(包括伦理和政治)领
域划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原则。”([10], p. 33) W.文德尔班从历史研究的两种不同进路上，重新细化

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划分标准，他指出如果是研究历史的客观规律，那么这属于理论知识的研究。

而如果是研究历史的目的和意义，那么这显然是在实践的意义上研究历史，当然属于实践知识的范畴。

按照这一原则划分来看，实践哲学的内容得到了大范围的扩充，“按照这种划分，社会哲学、法哲学、历

史哲学、美学、宗教哲学都属于实践的知识”。([11], pp. 31-33)实践的知识领域从伦理–政治拓展到整个

人文科学领域。 

4. 结论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实践论”开创了实践哲学的理论分野，系统地展现了哲学家在古希腊时

期对理想的社会或者是理想的共同体的构想，在“伦理–政治实践论”下构建的城邦共同体作为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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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形态，为近代康德与黑格尔构建“伦理共同体”、马克思构建“自由人联合体”都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基础。同时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制作和实践的划分，使得理论哲学、创制哲学以及实践哲学的分野更

加明晰，虽然导致了技术与实践的分离，科学技术被排除在实践之外，但也正是这种划分使得后世的实

践哲学认识到理论、制作和实践三者不能完全各自独立，而是要把握其中的统一关系，这也促成了马克

思“劳动–社会实践论”的产生，实践哲学进入了更本质的研究。此外，实践的领域在“伦理–政治”的

基础上拓展到科学技术、人文科学的领域，实践哲学不只是理论的哲学，也不只是哲学原理的运用，而

是融合理论与实践，指向了现实的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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